修改说明
尊敬的评审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您进一步指出瑕疵之处，按照您的建议，对文章修改如下：
一、在“3.2 具体制度的展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前增加定语“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程序的”。
二、将“3.3 配套监管的构建”中“参照”《数据安全法》模式修改为“依照”。
再次衷心感谢老师对本文的帮助！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与法律规制
—兼论我国《体育法》修改相关条款的补足
摘要：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在变革体育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体育领域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伴随风险，并提出法律因应之策。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一方面面临着技术内生的数据隐私、数据错误、算法偏差等风险，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技术衍生的网络安全、体育公平、市场垄断等风险。应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挑战，首先是要在法律上划定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合理界限，令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次是要构建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多元规制架构，把风险框进制度的“笼子”，最后是要辅之以健全的配套监管，实现风险的有效治理。于我国而言，可借本次《体育法》修改契机，依循“技术-制度”导向，补足“人工智能体育”相关条款，并由此妥善的安排相关利益，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人工智能；体育风险；法律规制；体育法

The Risks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Application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Revision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the Sports Law in China
Abstract: While transforming the productivity of spor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applications also bring many risk challenges to the sports field. Using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we explore the accompanying risks of AI sports applications and propose legal countermeasur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applications face risks such as data privacy, data errors, and algorithm bias that are endogenous to the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and risks such as cybersecurity, sports equity, and market monopoly that are derived from the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To address the risk challenges of AI sports applications, firstly, we need to legally define the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AI sports applications, so that they can "do something and not do something", secondly, we need to build a multiple regulatory framework with "data-algorithm" as the core, so as to put the risks into the cage of the system. Finally, it is complemented by sound supporting regulation to achiev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we can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evision of the Sports Law to follow the "technology-institution" orientation and introduce the provision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and thus properly arrange the relevant interests, which is a feasible solu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risk; legal regulation; sports law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由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等数十位科学家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所谓人工智能是指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感知、推理、学习、沟通等智能化行为的工具或技术，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令机器做人类所能做之事、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二是令机器理解由人类或机器甚至其他动物做出的智能化行为[1]。随着数据可用性的增加、云计算能力的增强和算法的不断改进，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体育领域中。各类顶层设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2号）、国务院办公厅《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和体育各个细分领域都在大力探索和发展人工智能的体育应用，并赋予了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体育现实问题，促进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功能预期[2]。然而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既有“善假于物”的一面，也有“工具异化”的风险。在“体育人工智能热”的同时，也不得不冷静审视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将面临何种新的风险，又该如何规制这些体育风险？唯有妥善处理风险，才能使得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行稳致远。法律作为风险规制的重要手段，因而如何在法律上作出适当的安排，避免技术运用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就成为当下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尝试以风险规制为切入点，通过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风险的系统剖析，探寻法律因应之策，并结合我国《体育法》修改的契机，提出具体的立法进路。
1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及其兴起与发展
1.1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概念与特征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是指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对体育相关数据的感知和分析，洞悉其背后隐含的规律、关系、变化、异常特征与分布结构，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信息科学的主流观点，人工智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弱人工智能”（Artiﬁ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强人工智能”（Artiﬁ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和“超人工智能”（Artiﬁcial Super Intelligence）[3]。按照设想，在“强人工智能”阶段，机器和软件将拥有足以匹敌人类的智慧和自我意识的能力，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对外部世界作出精确反应或进行抽象思考，并在复杂的情境中作出审慎的判断。目前诸多研究也围绕着“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展开，幻想机器拥有自主意识，从而威胁人类主体性，并提出规制方案[4] [5]。但就目前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而言，尽管和传统工具相比，展现出一定的感知能力和相当程度的自我适应性，如当下在体育博彩领域广泛应用的循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算法，可以通过预测结果与实际比赛结果的比对，对算法模型进行自评估，由此形成一个自适应优化的闭环。但从技术原理来看，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尚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其本质系基于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机器智能，核心在于通过全方位的搜索各种运动行为与运动场景，以获得海量的体育大数据，而后利用深度学习等算法工具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运动行为的优化、运动场景的改造提供决策支持[6]。最典型的如Alphago之所以能够在围棋领域打败人类，并非在主体性上优于人类，主要是在获取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揭示隐藏的、未知的规律性，并进一步将其模型化，使得机器能够独立完成某些原本需要依靠人类智慧才能完成的决定或任务。故而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呈现出两大显著的特征，一是数据的前置性，当下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核心思路是“大数据、小任务”范式（big data for small task），也称为“鹦鹉模式”，数据具有绝对的前置性[7]。二是算法的承继性，大量的数据并不能直接产生价值，所以需要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其中尤以算法最为重要。以人工智能健身类服务应用程序为例，其逻辑在于获取每个健身运动者身体检测数据，比对已有健身数据库中人群身体属性标签，基于相似度计算最优解，从而提供合适的健身运动方案，算法承继大数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考虑到体育领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技术逻辑方面的相似性和承续性，由此导致在风险上的混合性，笔者将其整合为“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这一术语。这也意味着，本文并非按照“有机智能”的思路来探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问题，而是从工具论意义上，基于“数据-算法”的技术承继思想来审视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
1.2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兴起与发展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尽管自2010年之后才开始密集的出现在各官方文件中，但是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兴起由来已久。早在人工智能概念刚刚提出的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布鲁克林道奇队就在传奇高管Branch Rickey的带领下开始采用智能化手段，从每场比赛的数据画像中探索规律，辅助球员评估和战术设计[8]。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相当一部分体育工作者开始抛弃“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尝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训练和战术分析。如1997年第5届体育科学大会上，邵佳华等学者就指出，体育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9]，张瑞林（1998）探讨了人工智能和体育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0]，闻兰（1999）等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11]。但彼时受限于可供训练的数据量与计算条件，人工智能在实践中遭遇“知识获取瓶颈”，囿于短期内不可摆脱的桎梏，人工智能体育应用更多的只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
但2000年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融合了线上线下空间，推动了各种设备的互联互通，使人们“嵌入”以互联网、物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社会网络体系，时时刻刻产生和留存大量可供分析的数据，同时支撑这些海量数据存储和运算的算力条件也大大提升[12]。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体育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开始趋向人工智能化发展。最为明显的是在竞技体育领域，无论是“战术制定和赛事预测”，还是“运动员评估和选拔”、“训练反馈”、“运动伤病预防”，人工智能都在快速的推进[13]。目前各个运动队和职业联赛中都已经广泛应用动作捕捉和图像识别等技术，提取相关运动或赛事信息，结合机器学习分析各套战术效率效益，制定和改变战术打法。同时基于采集到的运动员相关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以获得衡量运动员各方面能力的参数，最大限度的提高运动竞技水平。在社会体育层面，人工智能也在不断的普及，人工智能健身类服务应用程序和智能硬件从2000年后开始起步发展，目前已逾七大类千余种，形成了从“人体检测”到“运动方案生成”、“运动方案执行监测”、“运动方案学习优化”的闭环，构筑起了“个体+家庭+社区”逐级递进的智能健身体系[14]。中小学体育课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引进人工智能设备，实时监控学生体育课程的运动指标，包括运动能耗及心率的波动，从而掌握体育课堂运动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目标是否可以达成，学生的身体适应性是否可以承受等。典型的如“Cassia智慧校园体育课运动监测系统”逐渐在各个中小学铺开，通过远距离监控学生体育课程的运动状况，为学生体育课教学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可以配合学生的体质监测，建立学生运动数据库，追踪学生的体格发展，形成数据共享、互联互通的运动能耗记录和科学反馈指导。
2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呈现
基于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工具主义论”和“弱人工智能”的阶段定位，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当下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理性计算的范畴，即将格式多样的数据收集、汇聚，继而服务后续“认知”阶段[15]，核心是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故而所呈现的风险也就围绕着“数据-算法”内生性和衍生性风险展开。
2.1 技术的内生性风险
2.1.1 数据隐私的风险
人工智能具有典型的数据前置性，产业界有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个婴儿，大数据就是“奶粉”，奶粉的数量决定婴儿能否长大，奶粉的质量决定婴儿长成什么样，故而人工智能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也带来了更多的数据获取性，一方面各种新型的人工智能产品应用使得原本私密的空间和信息不断受到侵蚀[16]。以竞技体育为例，以前利用人工手动收集相关体育统计数据并录入计算系统，现在伴随着图像识别、可穿戴设备、自然语言检索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相关数据的采集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密集的颗粒度[17]，如可以实时采集运动员各项机能指标（如血常规、血尿素、免疫球蛋白、血氧饱和度、晨脉），提供了全天候监测运动员生理和心理机能的潜力，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1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将成为数据隐私的载体，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会产生一种新的高度敏感的数据信息，如运动员使用智能设备的方式将会被悉数记录，透露着运动员在智能设备上的程序偏好与心理习惯。虽然目前个人数据保护相关立法趋于完善，但是当下个人数据保护的总体框架是建立在“知情-同意”机制基础上，强调个体对数据的支配和控制，在普通人的个人数据处理中，主要是个人向特定主体提供个人数据被电子存储和利用，个人对数据还有一定的控制。然而，在体育领域，特别是在运动员数据处理中，数据大多是处在公共领域，被不特定的主体进行处理，数据主体难以有效控制数据处理。同时，运动员在与数据控制者（俱乐部/体育组织）之间的对抗中也处于明显的权力失衡，面对持续的不平等的关系，运动员很难满足任意性自由的条件下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19]。加之人工智能具有超强的“画像识别”能力，能够基于数据轻易地描绘出个体的完整活动“画像”，故而带来了严重的隐私侵扰问题。如在2017年温网期间，IBM公司通过Watson人工智能软件采集和分析了450万个数据点，根据运动员的身体语言、此前的采访和社交媒体动向等一系列信息，创建运动员的性格档案，揭露“运动员特点与行为”，凸显“未被发现的见解，以激发专家、体育评论员和球迷之间在网络上的交互”，极大的侵害了运动员的数据隐私利益[20]。
2.1.2 数据错误的风险
数据是人体智能的原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准确性，加之体育领域很多是涉及个体生理和心理行为的数据，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对数据的准确性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目前来看数据并非一定都是准确、客观的，存在着运作上的误差风险。以心率变异率（heart rate variability）为例，心率变异率是衡量心跳间隔时间变化的指标，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评估心脏疾病隐患。近年来，心率变异率已经成为智能体育领域评估训练负荷的普遍做法。一般来说，心率变异率越低，说明疲劳和压力越大，因此，如果运动员的心率变异率下降，教练员可能会降低训练强度或限制比赛。但是在实践中实现一个准确的心率变异率采集所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临床上通过心电图测量也未必足以提取精确的数据[21]。目前的一些智能应用设备主要是通过LED闪光灯和摄像头跟踪动脉压力的变化来采集心率变异率数据。摄像头的质量、发光LED与摄像头镜头的近似度以及数据处理能力都会影响采集的准确性。同时数据测量准确度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操作，有研究表明心率变异率测量对运动非常敏感。运动越多，数据中的“噪音”越大，此外心率变异率测量还受赛前焦虑和比赛期待等因素影响[22]，导致心率变异率数据在采集上就会存在错误的风险。以该种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就可能给相关主体的权益造成损害。如在美国橄榄球大联盟（NFL）的一次季前赛训练中，训练团队对参与高强度训练的运动员疲劳负荷进行量化评估，以期达到最佳训练效果。当任何运动员达到该指定疲劳负荷的85%时，训练师就会将该运动员从训练中移出，未达到量化的“负荷分数”的运动员则被保留在训练中，但是由于数据误差，导致最后留在场上的两名运动员遭受了严重的腘绳肌损伤[23]。
2.1.3 算法偏差的风险
从人工智能技术角度定义算法，算法一般指的是人类和机器交互的决策，即人类通过一系列代码设置，用输入的数据得出机器自动化判断的结果[24]。即使数据是完全的、精确的，也无法避免人工智能决策给出的最终结论依然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偏见的，因为还存在着算法偏差的风险。一方面，算法基于的是一般性群体的历史数据集合，但是体育领域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特别是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其身体条件和特征（例如心脏容量）可能远高于常人水平。而且历史数据只是历史运动能力和运动技术发展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滞后特征，因而基于此设计的算法是否足够成熟以产生有用的预测是值得怀疑的。例如，2014年法国足球运动员卢瓦克·雷米曾因未能通过体检而错失转会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机会，究其原因是俱乐部通过算法分析得出其“心脏存在异常，不适合高水平运动”的结论。然而，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委托的心脏病专家和运动医学专家都诊断认为，雷米的情况并不影响其参加高水平的竞技比赛[25]。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算法歧视问题的客观存在。算法的设计者是人，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目的、数据的选择等都是设计人员价值选择的结果，其在进行算法的设计时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价值取向或偏见嵌入算法之中，包括对特定城镇、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和运动员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偏见。201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院发布的分析报告就指出，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黄种人的运动能力普遍被认为低于白人和黑人，人工智能系统，无论怎么调试机器学习的策略和算法，人种和肤色都成为无法抹去的高优先识别变量[26]。那么基于这种算法在运动员选材中应用就会造成白人和黑人运动员的成材可能性明显高于黄种人，导致严重的雇佣歧视和体育权利的剥夺。
2.2 技术的衍生性风险
2.2.1 网络安全的风险
数据和算法与网络支撑密切相关，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在体育领域应用，网络安全也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因素。类似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的圣路易斯红雀队高管连续侵入竞争对手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专有数据库的事件正在不断上演[27]。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2020年7月曾发布一份《体育组织网络风险报告》，该报告对世界范围内57个国家包括足球、橄榄球、网球、板球和田径等运动项目的体育机构和特定俱乐部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有70%的体育组织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了一次网络安全事件，有30%的体育组织遭到了5次以上的网络攻击[28]。一方面体育领域的数据大多采取集中管理模式，为了积累和集中越来越多的数据，大多数体育组织/俱乐部都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专有数据库系统，将运动员各种生物特征和生物力学测量信息、球队技战术信息以及人事决策信息等统一归集在数据库中，但是在归集过程中，体育组织/俱乐部一般是与外部数据服务商一起合作或者委托外部数据服务商进行数据处理，存在频繁的数据传输和共享，这些传输和共享很多还涉及跨境，这本身就大大增加了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体育领域的数据大多具有高价值属性，是潜在的信息金矿，因此这些数据库对于潜在的网络间谍活动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通过攻击专有数据库，可以获取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包括统计分析结果、技战术手册，甚至了解运动员在比赛前一晚的睡眠状况和身体状态，既可以提供给竞争对手设计针对性的攻防策略，又可以售卖给下游的数据需求商，特别是随着2018年5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urphy v. NCAA案中废除了《职业和业余体育保护法》（Amateur Sports Protection Act），作为该项裁决的结果，体育博彩在美国开始逐步走向合法化，对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彩的巨大利润也将创造更多未经授权入侵体育组织/俱乐部计算机系统盗取数据的网络安全风险[29]。
2.2.2 市场垄断的风险
正如上所述，随着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手段的不断演进，体育基础数据已成为一种特别宝贵的资产。海量数据蕴藏的巨大衍生价值使得一些体育组织和职业体育联盟开始实施一些政策，要求俱乐部将其收集的数据捆绑在一起，以便完全通过联盟独家出售给第三方，并在联盟层面将体育数据权益与其他理想的联盟权益打包在起来，以使得联盟获得与体育相关所有数据的控制权[30]。例如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和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等都在试图集体化和捆绑销售体育赛事数据。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为了增加收入，除了将他们的体育数据权益集体化外，还同意将完全使用其数据的体育博彩公司变成“专有授权博彩运营商”，给予他们独家的“媒体和内容扩展机会”和通过“MLB.TV”的产品整合的权利[31]。这种试图将体育赛事数据集体出售给第三方，并阻止非联盟附属实体在收集、汇总和转售体育赛事数据的市场中竞争，实则是利用一个市场（单项体育赛事的主办市场）的垄断地位，将其变成第二个市场（数据收集和销售/许可）的垄断地位[32]，这引发了诸多竞争风险，如造成体育联盟能够随意规定数据定价和其他条件，从而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目前一些联盟也正在利用数据分发伙伴，通知不同意增加费用的用户，他们可能会被切断数据源，同时对数据购买者施加压力，使其支付更多的费用，这对监管者和最终将承担增加成本负担的消费者来说，都提出了重要的反垄断问题[33]。
2.2.3 体育公平的风险
从聚氨酯泳衣的使用到公路赛车的碳纤维镀层鞋，体育创新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引入最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卓越的运动水平。然而，在体育领域引入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一直以来都伴随着争议，认为可能会对体育公平、创新和整个体育的完整性产生严重影响[34]。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带来人与机器智能的叠加，也不得不面临对体育公平侵蚀的风险。根据采集的赛事数据和对手信息，通过挖掘分析对手和自身的技战术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策略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当数据的处理意味着在比赛过程中，双方或一方可以实时呈现和反馈数据分析结果，包括运动员的疲劳状态、情绪改变、行为概率等，并据此输出比赛计划和调整战略布局，从而影响比赛结果，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体育应用是否会造成比赛中不公平的现象，成为一种技术性兴奋剂（“techno-doping”），从而背离了体育公平的自然本质[35]。例如在传统的棒球比赛中，通常都是利用二垒接球跑者目视观察对方捕手的暗号信息来通知本队打者和教练席。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得可以利用智能设备直接捕捉对方捕手的暗号，并将信息迅速处理反馈给己方，虽然目前还难以认定这些做法对比赛结果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无疑引起了对比赛公正性的关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主席就斥责这是一种作弊行为[36]。在理论探讨上，NATHANIEL（2021）从实证角度出发，研究表明随着球队对人工智能的日益依赖，以及他们使用竞业禁止协议来保护他们的分析结果，对职业体育联盟努力维持的竞争平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7]。亦有不少观点在担忧“人工智能使得运动员以极快的速度接近‘超级英雄’的水平，运动员们将通过复杂的传感器，在专注提高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决策模型的帮助下，将运动表现提高到新的水平”[38]。不同于使用一些可能提高成绩的药物和方法（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and method）会受到世界反兴奋剂然机构（WADA）的约束，人工智能技术对竞技结果的影响目前是完全不受规制的，因而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体育技战术水平和比赛胜率的同时，也必须要回应其可能引发的公正性风险[39]。
3 人工智能体育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法律是规制技术发展最重要的手段，技术发展和法律规制一直如影随形，整体的或基础性的法律安排对技术创新的秩序规范和风险控制影响巨大[40]。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形式，会给体育领域带来诸多复杂影响，既带来体育生产力提升，也使之迈入新的风险时代，因而亟需在价值考量的基础上，切实兼顾各类利益，未雨绸缪的作出相应的法律安排，以实现有效的风险规制。
3.1 合理边界的设定
在风险预防规制中主要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强风险预防的理念，强风险预防理念认为只有一项行动被确认为完全没有任何危害的情况下方得以进行。目前以伊融.马斯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威胁论”，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呼吁法律禁止人工智能应用，就是一种强风险预防的理念。显然强风险预防理念虽然抑制了风险，但也对科技创新的发展非常不利。事实上，马斯克语境中的人工智能指的是“强人工智能”，具备处理多种类型的任务和适应未曾预料情形的能力。但正如上所述，目前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尚处在弱人工智能的阶段，尽管也有观点憧憬实现完全的体育人工智能化，如MATARUNA提出了“虚拟裁判”（Virtual Referees）概念，即人类裁判的作用仅限于赛场上的运动员部分行为管理，而将具体判罚决策交与人工智能处理[41]，但都还停留在一种理论预设。与之相对应的是弱风险预防理念，弱风险预防理念认为缺乏充分的风险确定性不能直接作为禁止或限制一项行动的理由。弱风险预防理念在实践中又进一步发展出对风险预防从严解释与从宽解释两种版本。也就是说，对于损害较大、损害发生概率较低的技术，往往对风险预防作从严解释，而对于损害较小、损害发生概率较高的技术，往往对风险预防作从宽解释[42]。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并不难估计，例如网络安全风险，根据一般体育组织或俱乐部网络数据库被攻破的概率进行估计即可，即不确定性并不大。但是，体育领域往往涉及个人敏感数据，加之数据的商业化程度较高，一旦受到黑客的攻击，其带来的损害程度在目前并不容易确定，只能预估其损害较大。因此，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中就需要对风险预防理论从严解释。从严解释并非绝对限制开发、使用该技术，而是要根据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法律上研判其适用的边界和限度。那么如何判断边界，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等学者发展出场景正义（contextual integrity）理论，认为规制边界要考虑尊重场景（respect for context），考虑场景的类型、行为者的身份、数据的类别等因素[43]。在体育领域，笔者认为主要有这样三方面的评判标准，一是是否对于个人基本权利保障带来威胁，例如利用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运动员显然侵害了运动员隐私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那么就应该是被禁止的。二是是否对体育根本价值造成冲击，即若人工智能将扮演“技术兴奋剂”角色，那么也应该是被禁止的。三是是否对市场自由竞争造成根本影响，若形成体育数据寡头则也需要被禁止。将这些禁止的应用列入负面清单，而对于负面清单外的应用持以包容规制态度，令其“有所为有所不为”。
3.2 具体制度的展开
由于体育领域的特殊性，在部分场域若直接适用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反而会造成规制的“桎梏”，故而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不仅需要回应一般性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而且需要围绕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法律构建。具体而言，一是体育领域个人数据隐私保护制度。虽然总结个人数据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梳理出个人数据保护的刑法路径、民法路径、行政法路径等多种途径。但是，如正如上所述，目前的个人数据保护是立足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构建在“知情-同意”基础之上，秉承的是“倘若自然人不能基于自己意思自主地决定个人数据能否被他人收集、储存并利用，无权禁止他人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形下获得并利用个人数据，则个人之人格自由发展与人格尊严就无从谈起”[44]的思维。但在体育领域个人对数据的控制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在全民健身领域，由于健身机制的反馈性，若不提交数据则无法获得健身服务的分析和反馈，在竞技体育领域，由于运动员主体的非平等协商地位加之体育数据处理的复杂性使得无论怎么改良“知情-同意”原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与其披着“知情-同意”厚重的外衣，倒不如基于体育领域的特殊性，在体育数据处理中对“知情-同意”予以适当放宽，构建一种弱同意的机制。但在放宽数据主体同意的同时，强化最小必要原则，要求数据处理者所处理的个人数据的范畴和期限必须以实现目的为必要，例如俱乐部仅限于收集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个人数据，同时适度强化数据处理者的责任和义务，科以更为严格的合规义务，将数据保护从个人控制转移到对数据处理者的规制上，使得隐私保护更为有效。
二是数据和算法审查制度。目前体育领域数据和算法的审查制度缺失，这也造成可能存在的数据错误、算法偏差以及体育公平的风险，因而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建立数据和算法的审查制度。首先是事先的准入审查，由监管机构和体育组织建立人工智能体育数据采集设备和算法模型的准入标准，准入标准充分考虑是否适合体育的具体情景，是否会对体育公平性造成影响，是否存在误差风险等因素，同时由具备技术能力且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前实施审查。其次是事中的数据处理者（如体育组织/俱乐部）自我审查机制，要求数据处理者在数据挖掘前对采集的数据准确性进行评估，以防止带有错误或偏见的数据进入算法模型，同时定期审核算法，判断算法是否可能对相关数据主体造成不利影响或存在可能的算法歧视，并对自我审查全过程予以留痕，定期披露和说明。最后是事后的公众审查机制，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程序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有关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自动化决策予以说明的规定，显示算法解释权在我国已有初步共识，因而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中亦可引入算法解释权，当个人因算法受到不利影响，例如运动员在合同谈判或评估时受到歧视，可以请求提供算法决策的解释，展开包裹在算法中的输入数据、运行逻辑、决策考量及权重等，从而将数据和算法置于公众审查之下。
三是网络安全防范制度。首先是施以积极防御的措施，考虑到体育领域数据库或者网络安全中心涉及的大多数是个人敏感数据且涉及利用个人数据自动化决策和存在委托处理、跨境传输等情形，一旦遭受网络攻击可能面临高度风险，故而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实施与互联网安全有关的网络安全最佳实践，同时科以强制性的定期网络安全尽职调查义务，包括渗透测试和反钓鱼措施等[45]。其次是要求建立网络安全事件迅速通知义务，在发生网络事故时及时通知，一是向主管部门报告，其目的在于可以尽快采取补救措施以减轻后果，二是向数据主体通知，以便数据主体知悉可能带来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风险，及时做好准备或寻求保护。最后健全行业内部的网络安全惩戒体系，由于体育领域的网络安全大多可能是来自于行业内部的攻击，因而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还可以融入行业内部的惩戒解决可能的网络安全漏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趋势，例如美国职业棒球联盟（MLB）联盟禁止俱乐部使用“电子设备或装置……以窃取信息或传达其他信息，以使俱乐部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联盟专员确定俱乐部或其官员或雇员实施了这种不符合运动最佳利益的行为，他可以对违规的俱乐部或个人进行一个或多个预先确定的惩罚，包括罚款，扣留根据联盟规则提供给俱乐部的任何其他利益，或实施任何联盟专员认为适当的其他惩罚性行动”[46]。
四是数据垄断规避制度。数据垄断的本质在于数据的独占和排他，造成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效果，因而规制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控制数据处理者市场力量，这就需要对体育数据权益予以恰当的定位，目前很多赛事组织者都在章程中写入其享有数据专有权，如国际奥委会（IOC）的《奥林匹克宪章》第7条规定“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专属财产，国际奥委会拥有与之关联的所有权利和数据……国际奥委会确定与奥运会、奥运会的比赛和体育表演有关的数据获取条件和任何使用条件”，此种专有权的定位加之体育赛事本身就带有垄断属性极易导致数据集中和垄断。故而在法律上应当转变专有权的定位，将体育数据定位为一种“准财产权”，一方面承认体育数据处理者投入劳动开发并形成数据集、数据库等成果时，因这些成果中所体现的劳动投入可以获得财产权保护，但另一方面对此种财产权施加以必要的限制，仅在发生特定事实或情形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如因双方之间的相互地位和特定行为才能触发排他性。
五是风险责任划分制度。法律责任是由于违反特定法律事实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如赔偿等）[47]。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在某个具体情境中出现错误时造成的损害如何承担责任也是当下法律规制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所有的风险最后都会落到责任承担层面。目前有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如今的人工智能系统具有自主性和认知特征，也即具有从经历中学习并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实质性的调整其行为，应该让人工智能系统为其行为的疏忽部分或全部承担责任[48]。但是，法律系统具有人为性质，是人类按照自身的心智“量身定制”的，而人类的心智不同于只按逻辑运算的人工智能，是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复合体。因为人有欲望，所以会成为利益的负担者，因为人的理性判断会受情感、欲望的影响，所以会犯错误，因而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人工智能是“无情的”，没有价值意蕴，无法知道自己已经犯错，甚至可以说，于人工智能而言，并没有错误一说，因为错误也必须用正确的代码表示才有可能被它识别。故而具有人为性质，按照人类心智打造的责任机制是无法适用于人工智能的[49]。况且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当下人工智能的体育应用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辅助层面，是需要人的介入的，只是人类技术理性的延伸。因而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在具体方案上，考虑到在体育领域，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和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往往是分离的，可以规定由设计者和使用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设计者和使用者对外承担全部责任，被侵权人可以向设计者请求赔偿，亦可以向使用者请求赔偿，在内部责任划分上若侵权责任最终能够归因于设计者，使用者赔偿后，有权向设计者追偿，反之亦然。这也使得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提升风险注意义务，避免担责的代价。
3.3 配套监管的构建
一方面需要明确由谁来监管，即监管主体的问题。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实践中形成了三种模式，一种是统一的监管主体模式，由一个部门统筹监管人工智能问题；一种是分散的监管主体模式，分别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同层级的政府主管部门分别根据不同的职责监管具体的问题，还有就是“统一和分散”相结合的模式[50]。根据我国2021年6月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6条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在数据安全领域主要采取了“统一和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监管主体上目前较为适当也是依照此种模式，由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体育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领域的监管工作，因为若直接由网信部门统一规制，网信部门业务范围毕竟与体育领域关系遥远，对于运动员权益减损、体育公平冲击等尺度都难以把握，无法实现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风险的有效监管。但若纯粹由体育主管部门负责，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属于典型的“领域法”，具有跨越法律部门、多元特征混合、公私法融合的特点，例如一场赛事可能涵盖文旅、海关、公安。单一体育主管部门虽然可能有较大的履职动力，但受限于制度工具、责任机制导致履职能力欠缺，难以解决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问题。由是观之，应当从体育法跨部门性的现实特点出发，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关于体育数据隐私、网络安全、体育公平及其他相关潜在问题的“统一和分散”相结合的监管主体框架。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发挥自治特点下行业监管主体的力量。如目前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建立了一个智能设备委员会，由NBA任命的3名代表和球员工会任命的3名代表共同组成，要求双方任命的3人中至少有1人必须在NBA或NCAA中拥有3年以上的运动医学或者相关经历，且委员会不能与生产或销售智能设备的公司有任何的经济利益，委员会负责审定安全技术标准，批准球员可以使用的智能设备。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也成立了一个智能技术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也是由MLB和球员工会共同任命，委员会的目的是监管联盟引进新兴智能技术的可能风险，并就是否批准该技术向比赛规则委员会提供建议，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有关数据管理、隐私、保密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监管问题[51]。因此，可以基于体育自治的导向，在法治框架内建立一个专门的行业监管主体，从而构建起法治和自治相融合的监管主体模式，使规制不缺位亦不流于形式。
另一方面是确定监管方式，即如何监管的问题。在监管方式上，目前体育领域的监管中主要采取的还是传统的审批或备案制度，可能难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故而需要考虑结合人工智能的特点，创新监管方式。一是可以尝试引入自动化监管，自动化监管基于数据汇总和管理、应用程序接口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通过将监管的技术系统直接连接到各个应用的后台程序，在被监管者和监管机构之间建立起可信、可持续、可执行的“监管协议和合规性审查和评价机制”[52]，促使被规制者从主动自觉的报告义务转向潜移默化的数据上传，并通过自动化的数据共享，实现监管信息的全系统流通，从而绕过表面窥探到数据和算法的运行内部，使得对数据和算法的偏差起到及时的发现和有效的应对[53]。二是可以建立代码规制的内嵌化监管，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个关键控制点，“代码创设了算法的运行方式，其亦有反向管理算法的权能”[54]。故而对数据和算法的监管可以内嵌入以代码为核心的监管方式。在算法建构过程中，通过法律规则和价值影响算法的回报函数，加强对决策算法的法律归化，使其从陌生的、有潜在危险的转变为可以融入体育社会关系的驯化之物。一言以蔽之，当前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监管主体有双重角色：一是审定监管规则，二是与外部专家合作，将“法规代码化”嵌入算法内部，从而有效规制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
4 我国《体育法》修改中“人工智能体育”相关条款的补足
2018年，我国《体育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体育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体育法》修改工作逐步驶入快车道。令人担忧的是，从近期修法的草案稿设计和学术讨论来看，《体育法》修改聚焦的还是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学校体育的开展、反兴奋剂、体育纠纷的解决等传统问题，缺少对新技术新应用所涉及的相关立法的关注，特别是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所引发的法律规制问题的重视。我国《体育法》定位于体育基本法，要求其对体育社会关系这个纷繁庞杂的综合系统进行广泛调整，对体育各领域和各主要方面进行全面覆盖[55]。但是现行《体育法》颁布于1995年8月，彼时人工智能体育尚在萌芽之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体育法》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规制的滞后性。我国现行《体育法》仅有总则第7条规定了“国家发展体育教育和体育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体育科学技术成果，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体育事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鼓励和促进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理念，但对于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并没有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故而应当利用此次修法的良机，补足“人工智能体育”相关条款，发挥我国《体育法》对体育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规制的制度功能。
于具体理由而言，一是立法前瞻性要求之所需，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对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立法模式要改变过去被动回应式的立法、事后总结式的立法，不能总是在‘跟跑’，要加强主动谋划式的、前瞻性的立法”[56]。在本次《体育法》修改中亦有很多观点提出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阶段上[57]，科学反映现代体育运动的基本规律，准确体现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不断丰富体育法治的内容[58]。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代表了体育领域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前瞻性的设定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规制制度，有效处理人工智能体育应用带来的多种复杂关系和重大问题应成为《体育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二是体育特殊规制之所需。如上文所述，体育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一些规制方面难以直接适用一般性的法律规范。目前诸多法律也规定了兜底的例外条款，但能进行例外规制一般只有法律或行政法规，例如《民法典》第127条关于数据权益规定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处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即指法秩序阶层中“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法律”。换言之对于数据权益的特殊安排，能也仅能通过法秩序位阶层面的“法律”才能得以完成。目前在我国只有《体育法》的立法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位阶上属于法律。三是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规制已经渐成理论共识，如刘正（2018）指出“人工智能剥夺体育权利，对人异化和损害，需要完善法律规范和伦理规制[59]。杨春然（2018）揭示了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给运动员隐私带来的威胁，提出要完善数据隐私法律保护[60]。在域外，亦有诸多观点提出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完善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规制，例如BROWN（2020）提出体育领域若要利用科技带来的机会，就需要足够的、统一的法律规制，标准化的联邦法律是管理和防范这些潜在风险的最佳手段[61]，STUDNICKA (2020)也呼吁美国国会采取措施规范人工智能体育应用，为体育数据收集建立必要的保障和程序，并专门提出了一个示范立法[62]。
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虽然《体育法》作为我国体育领域的顶层立法，无法详尽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进行规定，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现行《体育法》总则第7条“国家发展体育教育和体育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体育科学技术成果，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体育事业”后增加“体育科学技术应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不得危害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提出对人工智能体育应用风险规制的原则性要求，即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要坚持合法性和正当性，不能侵蚀体育根本价值和对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减损。二是在“竞技体育”章增设“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相关条款。竞技体育中是与人工智能结合最为紧密的活动领域，泛在智能化体育也随处可见。首先在现行《体育法》第34条“体育竞赛公平竞争”条款中纳入对人工智能体育不当应用的规制，在第2款“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中增加一个兜底项，修改为“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及其他具有不正当提升运动表现的技术手段”，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纳入体育竞赛公平的规制范围。其次是可以写入运动员数据权利，在《体育法》修改讨论中，很多观点提出要增加运动员权利条款，包括“参加训练和竞赛、接受教育和培训、选择注册与交流”等权利。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也成为了一项基本人权，特别是考虑到运动员数据的高度隐私性和高价值性，应当明确运动员享有数据权利，考虑在列举项中增加“数据等新兴权利”。最后是增设体育数据处理的条款，目前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代表的绝对严格的数据保护标准对体育数据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国际奥委会为2026年第25届冬奥会候选城市准备的最终版《主办城市合同——原则》中就增设了第32条“数据保护”条款，对组委会和主办城市收集、使用和处理运动员数据提出了高规范性要求。《体育法》中增加数据处理条款一是要强调目的限定性，二是要适度强化体育数据实际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和义务，故而可以拟定为“体育数据处理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目的，采取合法、正当方式，数据处理者应当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来确保数据安全”。三是在“保障条件”章考虑增设规制条款。法律的“保障条件”部分既需要对积极效应予以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又要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予以限制和禁止，故而可以将条款拟为“国家鼓励体育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推进体育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和数据标准体系建设，促进数据审查评估、认证等服务的发展，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一方面回应了当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体育发展的现实诉求[63]，另一方面对可能导致和积聚的诸多风险提出宏观性、先导性的制度应对措施，辩证施治，从而促进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健康发展。
5 结语
体育领域一直都是科技的天然耦合场所，是最适合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领域之一。作为一种新的动力，人工智能为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全民健身的开展、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变革。但作为一项技术，人工智能也具有典型的风险效应，一方面人工智能是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会带来数据和算法内生和衍生的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体育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展现运动员力量之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体育公正性的侵蚀。故而在人工智能体育应用过程中，只有妥善把握其带来的变革和风险冲突，持拥抱并审慎的态度，在法律制度上作出有效的规制安排，避免人工智能的“风险积聚效应”，才能达致人工智能“善假于物”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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